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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典籍、考古材料及其相互关系

（一）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

中国古代的历史事件，多依赖于国史（《二十五

史》）及各地方志等官方的记载，并参以相关的家族

谱牒、私家著述等野史及其他著述作品（如相关文

学作品的描述，即通常所说的“以诗证史” “诗史”）

等，从而勾画出历史事件的过程。所有这些以文字

记载的古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献”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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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etically based on Wang Guowei’s “Dual Evidence Method”, this paper expounds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analyzes the layout of Suzhou ancient 
city.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Pingmen site in 1957, the ancient city wall site of Pingsi Road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of the north port of Changmen in 2011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Suzhou, which recorded that 
“the ancient Suzhou city as well as the city walls were buil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evidence supports Wang Guowei’s “Dual Evidence Method”, in which Wang says, 
“written materials (ancient records)” should coincide with “new materials from undergrou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Meanwhile,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new views in focus, such as “the new discovery of the location of Wu Cit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earliest construction of Suzhou city beginning in Han Dynasty”, and lists the 
refut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circ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new views. After the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around Suzhou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hree ancient “Wu capitals” proposed 
so far,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cademic viewpoint of “to watch and insist with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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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文献”记载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整个基础。

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则是通过

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

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

（二）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相互关系的理论依

据——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

讲义《古史新证》“总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二重

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

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

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

断言也。”[1]

王国维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即传统的文献典

籍，“地下之新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因此，所

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研究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相

互关系的理论。

王国维后，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尽管因

导入不同内容而形成多种版本的“三重证据法”，但

其核心却依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三）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

李学勤先生在《“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一

文中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

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这里说的

‘历史学’，是指利用文献记载进行研究的狭义的历

史学。夏鼐先生对这个意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

系有著名的论述，他说：‘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

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

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

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夏鼐文集》（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我认为就古

史研究而言，这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精神上是

相一致的。”[2]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学勤先生提出了国

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概念：“前些年，我

曾在小著中介绍国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

（protohistory）的概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页）。‘原史时期’是

介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间的阶段。研究‘历

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

学、人类学方法为主，而‘原史时期’则文献、考古并

重。中国的夏商西周三代，或许还包括更早一段，看

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2]

细细探究在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史前时期”、

“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中，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

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无文献典籍记载而有考古材料

前引李学勤先生说：“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

学、人类学方法为主。”[2]

在文字没有出现的“史前时期”文化研究中，考

古学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还原当时远古人

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因当时没有任何文献记

载，即没有任何文献记载遗存，故谈不上考古结论

与文献记载相悖或相合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

的认识，只能通过考古的结论。如笔者曾在《吴地民

间炊火——兼及古代炊器研究》[3]一书中就“中国

古代炊器何时出现”的论题展开过论述。此处的“炊

器”指的是以炊事熟食为主要功能的炊器，关于其

出现年代，文献无考，故只能以国内博物馆展出且

考古所获之炊具实物来作考证。经过考证可知，中

国在“新石器早期”（约距今一万年或表述为中国古

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穴居时代，

就出现了以炊事熟食为主要功能的最早的炊器。当

然，今后如有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并能证明其年代要

早于“新石器早期”，则上述结论将被改写。如未有

出现，则上述结论将被保持。

前文李学勤先生在谈及“介乎‘史前时期’和

‘历史时期’间的阶段”的“原史时期”时说，这一时

期，“文献、考古并重。中国的夏商西周三代，或许还

包括更早一段，看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

苏州“原史时期”时，无文献典籍记载但有考古材料

情况的一个案例是河南固始侯古堆。

河南固始县城东南2公里有一个高约50余米

的土岗，当地人称它为“侯古堆”。1978年8月，城关

镇砖瓦厂工人在取土时，发现这座墓的陪葬坑，并

暴露出坑内的木椁。后经现场考古调查及发掘，至

1979年4月底结束时，出土大批青铜礼器、生活用

具、乐器、陶器和竹、木漆器等。

据《〈“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笔谈》一文介绍，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有九鼎、一

盉、二簠、二壶、一罍和一方 等，还有一件取暖用

的炉”[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簠铭文为‘有殷天

乙唐（汤）孙宋公 乍（作）其妹勾敔夫人季子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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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簠）。’《春秋》称景公名 《史记》作‘头曼’。宋公

为其妹季子（勾敔夫人）出嫁时所作的陪嫁铜簠一

对，死后作葬品乃属常见之事。经河南医学院鉴定，

墓主确系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出土的铜簠铭文

提及宋公 为嫁其妹，这似乎并非巧合，而死者很

可能就是宋景公的妹妹勾敔夫人。”[4]

对这位“宋景公的妹妹勾敔夫人”，《〈“河南考

古新发现”展览〉笔谈》一文接着引文献论述当为

“吴太子夫差夫人”[4]。欧潭生《固始侯古堆吴太子夫

差夫人墓的吴文化因素》一文中介绍说：“1981年10

月30日出版的《中原文物》（特刊）（河南省考古学会

成立大会论文选集），刊载了笔者文章《豫南考古新

发现的重要意义》，文中……首次提出这位‘宋景公

的妹妹勾敔夫人’就是吴王夫差当太子时‘屯兵守

楚’期间的年青夫人。”[5]而萧玟《〈固始侯古堆一号

墓〉简介》一文则直截了当地说：“根据墓葬及随葬

品特点，墓主人应是宋国君之妹季子，即吴国伐楚

取潘的领兵元帅夫差的夫人。”[6]

历史文献并无夫差当太子时“屯兵守楚”并娶

宋景公的妹妹为夫人的相关记载。从这一意义上

讲，固始侯古堆出土的文物及其铭文，以无可辩驳

的事实重现并补充了这一段历史。

2.有文献典籍记载但无考古材料

在苏州先秦历史中，有以下两个案例，即为如此。

（1）《左传》记载的“先吴寿梦之鼎”

十九世吴王寿梦登位之初，即开始走出国门。

据《吴越春秋》卷二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

侯礼乐。鲁成公会於钟离。”[7]

而《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鲁襄公：“贿荀偃束

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8]956杜预《春秋经传

集解》：“荀偃，中军元帅，故特贿之。五匹为束。四马

为乘。寿梦，吴子乘也。献鼎於鲁，因以为名。古之献

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马为鼎之先。”[9]953

“先吴寿梦之鼎”是一只见诸《左传》记载的吴

鼎。时至今日，难以知其下落。历时二千五百多年

后，该器以“考古材料”等的面貌重现于世的概率极

小且几乎为零。因此，对文献记载的吴王寿梦访鲁

并赠鼎于鲁国君，及其后的鲁国君再将此鼎转赠于

晋荀偃的事实，并不能以无考古材料——该鼎出现

而轻易加以否定。

（2）《越绝书》记载的“孙武墓”

在文字产生后，出现记录古代事件的文献并留

存后世，而考古成果的结论与文献记载就会出现或

相符、或相悖等等的不同情况。同时，也会出现因历

史变迁，只剩下文献的零星记载，而这些记载无法

以考古及其成果来予以印证的情况。以文献记载的

“孙武墓”为例，东汉《越绝书》卷二记载：“巫门外大

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10]

此后，《后汉书》引《皇览》曰：“孙武墓，在吴县东门

外。”[11]31到了唐代，陆广微在其所撰之《吴地记》中，

还记写着陆墓，即苏州“平门北面……东北三里有

殷贤臣申公巫咸坟，西北二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

地名永昌”[11]30。北宋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撰《吴

郡图经续记》时，书中尚有“巫咸坟”[12]65的记载，但

已无孙武大冢的记载文字。此后，南宋范成大撰《吴

郡志》也同样是阙如了。故由此可以推断，孙武子的

墓当毁于唐宋之际，到了宋代时，因墓已毁，故地方

史志不再提及。清嘉庆年间，自称为孙武五十七世

裔孙的学者孙星衍曾买舟到苏州寻访孙武墓未果。

时至今日，苏州北面的相城区近十多年变化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文献记载断了近千年的孙武墓既无

寻访可能，亦无考古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

因未有考古实物的印证而轻易地否定文献记载的

孙武墓在苏州的事实。至于他处或是出于弘扬地域

文化，或是争夺文化资源等的种种动因，宣称孙武

墓在彼，这可首先就缺少文献的支持了。

综上，在有文献典籍记载但无考古材料的情况

下，对文献记载“不能加以否定”。中国各地方志，多

有该地文化积累的记载，这些文化积累，至今或湮

灭、或失考。以苏州为例，苏州的古籍如唐代陆广微

的《吴地记》、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多

有寺庙的记载，如皋桥东的重云寺（重元寺、重玄

寺）[11]89、乾元寺（大慈寺、北禅院）[11]90，原铁瓶巷的

永定寺[11]93-94，胥山的高峰禅院[12]39，横山下的明因禅

院、智显禅院[12]38等，这些寺院今多已不存。如铁瓶

巷的永定寺，整个铁瓶巷已被干将路覆盖，再无考

古可能。故不能因无从进行考古，就否定文献记载

的真实性。这或许就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

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真谛吧。

3.有文献典籍记载又有考古材料

有文献典籍记载同时又有考古材料，这里的前

提是文献典籍记载和考古材料有着某种关联或联

系，在这一情况下，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两者或相

合、或相悖。

（1）相合

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的相合，是指两者互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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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这种情况下，文献记载的结论，可作肯定和断

言，这就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的“而其已

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2）相悖

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的相悖，是指：①文献记

载不能获考古材料的支持，甚至文献记载被考古材

料否定。②考古材料推断出的结论，不能获文献支

持，甚至被文献结论否定。

上述（1）、（2）所指情况，下文将结合苏州古城

的文献结论及考古材料的关系进行论述。

二、苏州古城的文献考释及争议的出现

（一）苏州古城的文献考释及其结论

在笔者《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

献考释》中，通过对现存文献的考释，得出：“苏州城

墙（含苏州古城）为春秋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

结论。[13]文中，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

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

存”[14]2394-2395，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

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经千余年

的演变，至清代中叶已成为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

河道体系，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

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

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实。必须指出的是：这已不完全

是文献考释，也带有遗存实物对文献的印证，尽管它

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印证。

（二）苏州古城——苏州文化的核心地区

苏州古城从春秋时迄今已二千五百多年。2012

年9月1日经国务院批复，苏州古城区的沧浪、平江、

金阊三区被宣布合并为“姑苏区”。与此同时，江苏

省政府也批复同意建立“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区”，保护区的管理范围与姑苏区的行政区划范

围相一致。

就历史地理的范畴而言，姑苏区的地域范畴，

就是春秋时期吴国都城——伍子胥筑造的阖闾城

（又称“吴大城”）的地理范畴。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苏州古城”、“苏州古城区”或“苏州老城区”的概念

基本重叠。

“姑苏区”现为这一区域的法定名称，而“苏州古

城区” “苏州老城区”只是民间俗称而已，两者内涵一

样，都历史地成为了苏州文化核心区域的同一指向。

保护苏州文化，就必须保护苏州文化的核心地

区、保护苏州古城。反之，保护苏州文化核心地区、

保护苏州古城就是保护苏州文化。

（三）关于苏州古城的两大争议议题——始建

年代、城址位置

无论是苏州史（含“苏州古代史” “苏州先秦

史”等）研究，抑或是苏州古城研究及今后的姑苏区

文化研究，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二：

其一，关于苏州古城的城址位置。此问题现主

要存二说：一说为传统史学观点，如唐代张守节《史

记正义》所表述的“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

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14]1445其

意指今苏州古城区即为春秋时吴王阖闾委计伍子

胥所建的阖闾城并以之为吴都。另一说则是对苏州

古城为春秋时吴都等传统观点进行否定的“新考”。

首见诸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一文。[15]

其观点表述先否定今苏州城为春秋时的吴大城、阖

闾城：“本文首次认为今苏州城与《越绝书》中反映

的吴大城不是同一城”、“《越绝书》中所描述的吴大

城和以后文献中所阐述的阖闾城，也就是现在的苏

州城决非是同一城”[15]，接着，该文论述木渎灵岩山

为吴都的可能性：“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城
邑》中也透露了另一种不同看法‘而流俗或传吴之

故都在馆娃宫侧，非也’。这里，朱氏否定了‘流俗’

的传言，而实际上可能这种‘流俗’中恰恰反映了一

种事实。”[15]对古代史籍进行“反读”从而论述可能

性后，该文文末对春秋时吴都在木渎灵岩山作结论

说：“吴国统治者选择这一得天独厚之地建筑都城，

实在情理之中。”[15]

其二，关于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此问题现亦

存二说：一说为传统观点，即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

乃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另一说则为“苏州城最早

建于汉代”[16]。

（四）争议对苏州古城的影响及寻迹解决的路径

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及城址位置的争议及其

结果，对苏州古城的影响显而易见。

如果“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吴都在木渎灵

岩山之说成立，则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苏州古城

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成为子虚乌有的同时，相关

历史文献亦被摒弃为一堆废纸。《吴越春秋》记载的

伍子胥筑苏州城、唐代张守节所说的吴王阖闾“使

子胥”所“筑”的“阖闾城”并“都之”的古城即“今苏

州也”等，则成为必须被摒弃的谬论。“阖闾城”在与

苏州古城全无关系的同时，也并非是吴国之“都”。

中国古代城墙，培土为城，掘土为池（池，又称

濠，即护城河），故习称为“城池”。“城池”所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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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即同时构成这座城市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

讲，苏州城墙造筑的年代，即等同于这座城市建城

的年代。苏州城墙所圈起的空间，即等同于这座城

市的城址。

故此，关于上述苏州古城始建年代及城址等是

是非非，今人可以从苏州城墙的位置、年代中寻迹

以求解决。其解决路径只能有二：其一为文献记载；

其二为考古研究。也就是说，只能以王国维所说的

“二重证据法”来衡量。

前述，通过对现存文献的考释，可得结论是：苏

州城墙（含苏州古城）为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若

以“二重证据法”来衡量，则主要检视相关考古印证

的“地下之新材料”即可。

三、苏州古城城址及建城年代的考古印证

因种种原因，能印证文献记载的苏州古城城址

及建城年代的考古，渐渐不为人知。

（一）苏州古城“地下之新材料”之一：1957年南

京博物院所作平门考古及其考古报告

1.考古经过及其成果

南京博物院于1957年5月2日至28日及1957年

6月4日至13日，对苏州市和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

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其成果为由

罗宗真先生执笔、署名“南京博物院”的考古报告

《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以下简称

“《1957年考古报告》”），刊于《考古》1961年第3期。[17]

本次考古生成的《1957考古报告》指出：

“平门遗址在苏州市北平门不远，北靠运河，南

接城河。这里为古平门所在。遗址正好压在平门城

墙下面，今已辟为大道。1956年夏在城墙下灰土层

中出有残石斧、石刀、陶纺轮、泥质灰陶片和印纹陶

片等。调查时，从城的断面上可看出古代城基及历

代堆积的情况。我们初步认为城墙之下所压的为新

石器时代文化层。城墙下层为早年堆积，其中含几

何形印纹硬陶最多，这一层完全是土城……”[17]

“苏州城四周外缘均环运河，内缘又环城河，

城墙筑于两河之间，从吴国建城以来，其变迁不大，

历代修城，只在原城基上再增筑。我们采集的遗物

多半是城墙下层的，如果这一层是吴越建城时的城

墙，那么这些遗物就是吴越时代的东西，而其中又

以印纹硬陶最多，这就给印纹硬陶的时代问题提出

比较可靠的证据。同时，这些堆积又压在新石器时

代遗址的上面，因而印纹硬陶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存的关系也更明显了。”[17]

该考古报告将“几何形印纹硬陶”与苏州平

门城墙的年代联系起来。关于“几何形印纹硬陶”，

《1957考古报告》曾提及苏州西南的“越城遗址”时

说：“195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曾对此遗址作过

调查，获陶片很多。1956年10月，江苏省文管会也作

过一次调查。1953年、1956年，华东文物工作队曾作

过两次调查，获石器2件，陶豆、陶网坠各1件，陶片甚

多。根据这些调查和这次复查的结果，初步看出这里

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两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以粗砂红陶为主；上层为越城文化层（假设土垒即为

越城），打破了下层，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17]

而关于“遗址的年代”，该考古报告指出：“越城

等遗址的上层和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的遗址的

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其理由如下：1.本
地区内有些遗址如越城（上层）、夷陵山（上层）、华

山（上层）、平门、苏州公园、灵岩山、七子山等地，都

是文献上记载为吴越时代史迹所在。2.越城遗址上、

下层的堆积：上层在土城中，下层在土城下；平门遗

址上、下层的堆积：上层在城墙中，下层在城墙下，

它们都明确地显出是两个时代的堆积。如文献记载

说两地为春秋时代的越城及平门属实的话，则下层

为新石器时代，上层为春秋末期无疑。所以，从已普

遍发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来反证文献，同时也

从文献记载来对证遗物，我们认为以几何形印纹硬

陶为代表的遗址属于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可能的。

整个说来，本地区遗址的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约

当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代表的遗

址约当春秋战国时期。”[17]

关于“为什么不把”上述的“第二类遗址直接命

名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址”，“而称为以几何形印纹硬

陶为代表的遗址呢？”该考古报告指出：“其理由是：

这里没有发现过足以肯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西，

也没有发现过金属器，并且有石器遗存，其他遗物

又与新石器时代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们只能说

它们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文化性质上也许还是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17]

2.关于几何形印纹硬陶及其分区、分期

考古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遗址的年代”的结

论意见。在这里，苏州城墙的第一次考古与“几何

形印纹硬陶”联系了起来，并作出了“以几何形印纹

硬陶为代表的遗址” “非常可能” “属于春秋战国时

代”的判断结论。

限于历史局限，是时我国考古学界对几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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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纹硬陶的认识还处于一个笼统、不清晰的过程之

中。如与本次考古大致同时，南京博物院尹焕章先

生发表的《关于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时代的初步探

测》一文就指出当时考古学界对几何形印纹硬陶的

不同认识：“以往有人认为几何印纹陶都属于新石

器时代，又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无几何印纹陶。”[18]

李伯谦先生1981年发表的《我国南方几何形

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一文，在论

述中国考古学界对几何形印纹硬陶的认识过程时，

总结说：“几何形印纹陶器（包括原始瓷器）是我国

华南与东南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的重要内涵之一。自

1914、1915年在广东省南海县南越文王墓中首次发

现以来，这类文化遗物不断有所出土，包含有几何

形印纹陶的文化遗存也屡有发现。解放后……据不

完全统计，迄今新发现的印纹陶遗址已近千处……

五十年代……有的同志注意到了各地出土的几何

形印纹陶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的差别，不分地区，

不分时代，认为所有包含几何形印纹陶的遗存都属

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即所谓‘几何形印纹陶文化’

或‘以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六十年代以

来，随着……发掘，各地区几何形印纹陶遗存之间

的差别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开始感到，这类文化遗

存既然分布这样广泛，延续的时间达数千年之久，

并跨越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文化面貌又有明显区

别，不一定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命名为一个考古学

文化未必恰当。”[19]

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李伯谦先生对南方几何形

印纹陶遗存进行了分区及其分期的必要性进行论

述后，将南方的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分为七个区，其中

与吴国文化有关联的两个区及其分期情况如下①：

（1）宁镇区（包括皖南地区）

“本区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分为四期”：

“一期  以南京北阴阳营第三层和句容孙头山下

层为代表……遗址木炭经碳-14测定，年代数据也不

超出商代范围，故其绝对年代当和商代前期相当。”

“二期  以南京锁金村下层、太岗寺上层等遗址

和土墩墓一、二期为代表……二期与一期之间虽有

明显的发展承继关系，但仍有缺环。从陶器和青铜

器的形制分析，多类似中原西周前期器物，估计其

年代不会相差太多。”

 “三期  以土墩墓三、四期为代表。北阴阳营第

二层秘锁金村上层均被扰乱，从出土的一些器物看

亦属此期……推断本期的年代上限可到西周晚期，

下限约在春秋中期。”

“四期  以土墩墓第五期和六合程桥、和仁墓葬

为代表……六合程桥M1因出有‘攻敔’铭文的铜编

钟，证明是春秋末年吴国的墓葬。由此推断本期年

代应与春秋晚期相当。”

（2）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

“一期  以上海马桥四层、金山亭林中层等为代

表……估计本期的绝对年代，上限可早到二里头文

化晚期，下限也不会晚于商代前期。”

“二期  以青浦寺前村遗址中层和同期土墩墓

为代表。杭州水田贩三层和金山亭林上层亦属此

期……其绝对年代应和宁镇二期基本相当，大体属

西周时代。”

“三期  以马桥三层、戚家墩下层、寺前村上层

等为代表……本期的年代约相当于春秋，下限或可

到战国早期。”

“四期   以浙江绍兴凤凰山和漓诸墓葬为代

表……本期年代约为战国。”

根据以上分区、分期再来看《1957考古报告》中

所说的“城墙下层为早年堆积，其中含几何形印纹

硬陶最多，这一层完全是土城”[17]句。“城墙下层”，

首先指的是城墙墙体，其次指的是城墙墙体靠下的

那层。它意味着，1957年考古调查时，是在“完全是

土城”的“城墙”墙体的“下层”，发现“早年堆积，其

中含几何形印纹硬陶最多”[17]。这些“几何形印纹硬

陶”以李伯谦先生的分区、分期来认识，当在“太湖

区三期”，其“年代约相当于春秋，下限或可到战国

早期”。退一步说，即使划到年代最晚的“太湖区四

期”，那年代也是“战国”。

由此可见，1957年考古发现导出平门城墙的

年代“约相当于春秋”的结论，一是符合后世考古学

界对“几何形印纹硬陶”的分区、分期的认识，二是

与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黄歇治吴时重修的文献

记载相合，从而印证文献所表述的苏州城墙春秋时

建、战国时修的传统学术观点。

3.1957年考古意义：苏州古城城址、年代，按

“二重证据法”已完成其学术论证

1957年的考古，首先是苏州历史上最早一次由

考古部门主持进行的考古调查。

其次，在本次考古调查基础上产生的考古学专

① 以下引文均见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
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
39｜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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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报告——《1957考古报告》，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

一篇考古学文献。

其三，如前所述，该考古调查由南京博物院主

持，考古调查的时间为1957年5月至6月，是时，苏州

城墙尚未拆去。《1957考古报告》于1961年发表时，

距1957年调查已届四年，同时，距1958年苏州城墙

大部拆毁已有三年。因此，这次考古调查后，随着苏

州平门“完全是土城”的城墙的消失，实已无法再次

进行考古。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已不可复制。

其四，其发现的“城墙下层为早年堆积，其中含

几何形印纹硬陶最多”与导出平门城墙的年代“约相

当于春秋”的结论，与前述连绵不断的文献记载相合。

其五，按照前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平门考

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合，故“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

以肯定，可断言也。”断言，即断苏州为春秋城之言。

由此可见，历经1957年考古，苏州城的城址、年

代，实际上已完成了它的学术论证。

4.1982年：苏州列入《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

城名单》

正是基于上述学术论证，“苏州”得以位列1982

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名单》，成为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关于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原因，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

长仇保兴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国名城保护六十年》一

文中说：“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

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忽视历

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致使部分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

受到损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公布了24座城

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进入了有计划、成体系保护的阶段。”[20]

国务院批准并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时有关

“苏州”的介绍为：“春秋时为吴国都城，隋、唐为苏

州治所，宋代为平江府。历来是商业手工业繁盛的

江南水乡城市，与杭州齐名，并称‘苏杭’。保存着许

多著名的古代园林，集中了我国宋、元、明、清建造

的园林艺术精华。”[21]

上述评介中，苏州“春秋时为吴国都城”，与“苏

州建城始于春秋时期”的结论高度吻合，体现着国

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认定和推崇。

5.1986年：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在苏州举办的

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

自周敬王六年（吴阖闾元年，前514）至1986年，

苏州建城适逢二千五百年。是时，《苏州大学学报》

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卫平”的题为《纪念苏

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的

学术简讯：“1986年11月22日至25日，江苏省历史学

会、苏州市历史学会和苏州大学历史系在苏州大学

联合举办了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专家、学者一百余人……”

简讯还指出，“这种以城市发展为中心内容的学术

讨论会在全国还是首次”[22]。

与之同时，江苏省考古学会暨江苏省吴文化

研究会也举行了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

论会。署名“贺云翔”的《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

学术讨论会——江苏省考古学会暨省吴文化研究

会1986年学术年会纪要》中提到：“1986年10月21

日至24日，江苏省考古学会暨省吴文化研究会在

苏州召开了学术年会。与会代表有……专家学者

共150多人，交流学术论文和资料80余篇……这

次会议是为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而举行，所

以大会讨论中心是在苏州城市史与吴文化两个方

面。”①其后，由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中山大学

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吴文化研究论文集》，即

是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

上述纪念会的召开及其学术成果的出版 无疑

表明：至1986年时，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

对苏州古城城址及苏州古城建于春秋并无疑义。

6.1989年—1990年：“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

考” “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等新观点的提出及学界

的反驳

前文提及的引发苏州古城最初建城位置争论

的《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一文，发表于1989

年。文章内容如标题所述，是对苏州古城的位置进

行“新考”。该文说：“唐人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

家正义》中虽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

都之，今苏州也。’但他仅说阖闾城在苏州地区，而

没明指是在当时苏州城内。”[15]阖闾城即苏州城，真

不知如何让唐人张守节“明指”阖闾城“是在当时苏

州城内”？然而，该文意在表述的关键语句是“阖闾

城在苏州地区”。于是，该文在“反读” “宋人朱长文

在《吴郡图经续记•城邑》中的‘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

在馆娃宫侧，非也’”[15]之后，将苏州古城的城址位

① 贺云翔《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学术讨论会——江苏省考古学会
暨省吴文化研究会1986年学术年会纪要》，《江苏社联通讯》，198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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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锁定在了木渎灵岩山一带。

前文亦提及的引发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争论

的《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一文，于1990年发表。[16]

文章观点如该文标题如述，是颠覆传统观点的关于

苏州古城建城年代的一种“新说”。

前文曾述，经过1957年考古，苏州古城实际

上已完成了它的学术论证。当然，对这一学术问

题，及苏州古城的城址、年代等的传统说法，从学

术自由角度论，完全可以展开质疑和讨论。但质疑

和讨论须遵从学术讨论的规则。这里所说的规则，

就是学界认可的“二重证据法”，当从“二重证据

法”所说的“纸上之材料”（指文献记载）和“地下

之新材料”（指考古发现）入手。对“纸上之材料”

的质疑，可从文献本身的真伪、文献记载有否失当

或明显错讹等展开论述；而对“地下之新材料”，

亦可从“地下之新材料”发现者的资质、发现过

程中有无造假、发现者对发现的“地下之新材料”

的认识与考古学界通行的认识有否差距等展开

论述。检视《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全文，文中

引用了1957年考古资料，如“城内发现的公园遗

址”[16]等，但对1957年考古资料中“平门遗址”等

直接与该文观点相悖的材料，一概不提。既不加批

驳，又不加说明，仿佛没有1957年“平门遗址”考

古这回事一样，这并不符合学术论述的规范。

一种新论点，不能解释在这以前发生的现象，

不敢正视足以否定这一新论点的1957年“平门遗

址”考古材料，对文献材料仅以一句“过去往往依据

文献资料，认为始于阖闾时期的大城”[16]轻率带过。

在近代考古学未产生前的“过去”，对苏州历史的阐

释，不“依据文献资料”又依据什么？九十年前，王国

维就已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

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这里，“苏州城

最早建于汉代”观点提出者，对文献典籍“已得证明

者”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

对这一“新考” “新说”，学者们纷纷表达不同

意见。其中的文章主要有：魏嵩山的《春秋吴国迁都

苏州所筑城邑考》[23]《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

里？》[24]；吴奈夫的《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25]；张

英霖的《苏州古为阖闾城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

评析“苏州最早建于汉代”说的三点论据》[26]等。

魏嵩山先生为安徽界首市人，曾任上海复旦

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副主任，主编过《中国历

史地名大辞典》等历史地理著作。现谨以其《伍子胥

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一文为例。魏先生在该文

中有针对性地对“新考”的观点，如：“主张伍子胥所

筑阖闾城不在今苏州城区而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

山侧” “主张……另一根据，是阖闾城外有郭” “主

张……根据之三，是今苏州城西南七子山东北麓有

吴城遗址，东隔越来溪与越城对峙”等，予以了学术

批驳。最后得出结论说：“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在今苏

州城区确定无疑。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一带则为春

秋吴国离宫所在，而非为阖闾城。”[24]

（二）苏州古城“地下之新材料”之二：2005年平

四路城墙考古

2005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对平四路垃圾中转

站工地进行调查和抢救性发掘。

1.考古缘起

苏州市政公用局规划建设的平四路垃圾中转

站系苏州市政府2005年实事工程之一，位于平门桥

西约600米的平四路北侧。根据文物部门掌握的情

况，此处为古代城墙遗址。此次考古是为了处理好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摸清地下文物遗存的

分布情况，为工程建设提供合理的选址。

2.考古经过、工作内容及其发现

苏州博物馆受苏州市文物局委托，派出考古队

（领队：闻惠芬；发掘：王霞、张铁军、金怡、姚晨辰、周

官清）于2005年6月27日至11月5日对平四路垃圾中转

站工地进行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实际工作65天左右。

开挖一号探沟（10米×3米）、二号探沟（30米×3米）、

三号探沟（10米×2米）三条深沟，发现战国遗址一

处，汉代夯土城墙一段，六朝墓葬两座，出土陶器、

瓷器、铁器等文物21件，基本弄清了平四路以北地

区地下重要遗迹的分布情况。

3.考古成果及其内容评述

本次考古成果为署名“王霞、金怡、姚晨辰、周

官清”的考古报告《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

简报》（以下简称“《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刊

于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

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一书，该书由古吴

轩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记述整个抢救性发

掘工作分为三期，即第一期抢救性发掘、第二期抢

救性发掘和第三期抢救性发掘。

在记述“第三期抢救性发掘”时，《2005年平四

路考古报告》说：“在下挖三号探沟40厘米左右，发

现坚硬黄土层分布，土中出有几何印纹陶片，根据

 吴恩培： 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 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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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判断，时代为战国时期。为了弄清战国遗存

和汉代城墙的关系，我们将二号探沟的北半部分与

三号探沟地层同时下挖，发现汉代城墙迭压战国时

期的黄土层，后经进一步的发掘，发现黄土层下有

夯窝现象。在黄土层下发现战国时期的器物，其下

为生土。苏州古城据文献记载具有二千五百年的历

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据，这次汉代城墙下压的有

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

重要。”[27]328

“汉代城墙分地面和基槽两部分，基槽下挖破

坏了战国文化层，战国文化层土质坚硬，我们在揭

露时发现在两个层面下有夯窝现象，推测为人工堆

筑并略经夯筑的遗迹，其下分布的五件陶器，是战

国时代的遗物。”[27]328

“二号探沟内汉代城墙下压的③一⑥层内陆续

出土了一些几何印纹陶片、红褐色夹砂陶片、黑皮

泥质软陶及原始瓷片。几何印纹陶中的麻布纹，规

整的小窗格纹、小席纹以及黑皮软陶的出现等都是

春秋战国时代的特征，这几层人工堆筑的层位应属

战国春秋时期。”[27]330

联系上下文来看，以上引文最后一句的“战国

春秋”，显然是“春秋战国”的行文笔误，但这并不影

响内容的表达。第三段引文描述的特征，尤其是“这

几层”系“人工堆筑的层位”其年代“应属春秋战国

时期。”

这一段文字将平四路垃圾中转站处城墙的考

古年代——春秋、战国——已表述得非常清晰。

4.2005年考古的意义

2005年考古对苏州城墙的断代及苏州古城始

建时间的判定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这一次考古，系苏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所

为。从时间来看，是时，如前所述，已有学者提出“苏

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的学术观点。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这些苏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感到了职业的

使命感，因而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苏州古城据文献

记载具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

据，这次汉代城墙下压的有大片层叠夯窝的春秋战

国时期夯土层的发现，非常重要。”[27]328

前文所说，经过1957年考古，苏州古城实际上

已完成了它的文献及考古的“二重证据”学术论证。

由于缺少宣传、或人为地回避，1957年考古及其考

古报告，知道的人不多了，甚至是从事考古专业的

人士。上文“苏州古城据文献记载具有二千五百年

的历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据”，既反映了这些专业

人士的焦虑，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1957年考古成

果的宣传实在很是不够。

其二，前引《2005年平四路考古报告》中的三段

论述，已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平四路古代城墙遗址的

考古年代——春秋、战国。

其三，平四路垃圾中转站位于平门桥西约600

米的平四路北侧，距平门不远。因此，这里的考古发

现及成果与1957年“平门遗址”考古成果，实是互为

印证的。同时，这两次考古成果本身就是以实证的

方式对前述“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学术观

点的最有力的否定。一个最早建于汉代的城，怎么

能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呢？反之，发掘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也即否定了苏州城“最早建

于汉代”之说。

（三）苏州古城“地下之新材料”之三：2011年阊

门北码头城墙的考古发现

1.2011年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

时堆积层

“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出

自新闻报道，尽管它不是考古专业的文献，却也是

反映苏州城墙考古情况的文献。

（1）《苏州日报》的报道

2011年6月17日《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

现战国时堆积层》一文说：“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

下发现战国时期堆积层！这是从昨天……举行的

‘苏州吴越文化考古座谈会’上传来的消息。座谈会

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发起，来自苏浙皖沪

等地的十余位考古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就吴越文化

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座谈会上，苏

州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就苏州阊门北码头古

城墙考古勘探调查与发掘做了专题报告。据介绍，

为了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及木渎春秋古城考

古工作，苏州……考古工作人员对阊门北码头古城

墙选取三段进行了考古勘探。据苏州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介绍，阊门北码头城墙以土为主，混有砖块

及石灰渣，主要修筑于明清时期。在对其中一段城

墙进行剖面分析时发现，城墙上面几层为明代堆

筑，其余的土层均为战国时期的。”[28]

（2）《姑苏晚报》的报道

同日（2011年6月17日），《姑苏晚报》发表的

《阊门北码头城墙遗址发现战国堆积层》一文也

说：“昨天，为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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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有了新发现，一段长约300

米的明代古城墙直接‘跨’在了一段战国堆积层

上。据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苏州现存

的古城墙遗址中，阊门一带的地表上有三处遗存。

不久前，考古人员针对此三处遗存进行了勘探调

查与发掘。在总共8个工作点上，考古人员对B段

北端的5号点、南端的2号点以及A段的3号点进行

了挖掘。5号点城墙段南北走向，最高处约8米，宽

约12～14米，东部是居民区的围墙，西部是明朝城

墙外包的石条。地表以下的明代土层并不太厚，其

下就是高约5米的战国堆积层。‘因为从这个堆积

层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片，所以初步判断

这个堆积层的时代为战国。’考古项目的负责人表

示。在过去针对苏州古城墙的考古勘探与调查中，

曾经在平门和相门古城墙遗址处发现了汉代城墙

与水城门的遗迹。此次在城墙遗址中出土战国时

期印纹陶片，尚属首次。”[29]

上述报道中所称的“考古项目的负责人”所说

的“此次在城墙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印纹陶片，尚

属首次”，其实并不准确。无论是前文介绍的1957年

南京博物院所做的平门遗址考古，抑或是2005年苏

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

性考古发掘，都曾发现过印纹陶片。

2.考古的背景

2011年4月，苏州城墙相门段、阊门北码头段、

平门段修复工程揭开序幕。[3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配合苏州古城墙修

复工程及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工作，苏州考古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分三期对阊门北码头、平门及相门段古

城墙进行考古勘探”。[28]

因此，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战国时堆积层的发

现，其背景就是为配合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亦是

“为了配合” “木渎春秋古城考古”[28]。

3.考古发现的意义

2011年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主要是为配合

苏州古城墙修复工程而进行的，有些仓促，以致至

今未见相关考古报告。然而，其考古成果的最大意

义就在于上述本地报纸报道中所称的“高约5米的

战国堆积层”。如今，它或许已重新固化在北码头修

复的城墙之中。对苏州城墙和苏州古城来说，它是

标明其出生年代的一处可查验的实证。它存在的本

身，就是对前述“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学术

观点的有力的否定。

（四）苏州城墙三处先秦时期遗址（平门、平四

路和阊门北码头）“地下之新材料”发现的重大意义

1.几何印纹陶片与三处先秦时期遗址

苏州城墙三处先秦时期遗址（平门遗址、平四

路古城墙遗址和阊门北码头古城墙遗址）都发现有

“几何印纹陶片”，参照前述李伯谦先生《我国南方

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一文来看，其所在

时代当在春秋时期，即使是取“宁镇区（包括皖南地

区）”和“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分期年代中的

最下限，也当为战国时期。而这与文献记载的苏州

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完全吻合。

2.互为印证的证据链

苏州城墙三处先秦时期遗址在互为印证的同

时，也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构成苏州城

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考古证据。同时，既是三

处，也就打破了学术证据中的所谓“孤证”。

3.印证苏州城墙及苏州城的历史年代——春

秋晚期建、战国时重修

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同时印证苏州城墙的历

史年代——春秋晚期建、战国时重修。

苏州城墙所圈起的空间——建造城墙同时构

筑起的阖闾城（今苏州城）——其年代当和苏州城

墙一样，这就是多部文献记载，且由1957年平门遗

址、2005平四路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所印证的：今

苏州古城为春秋晚期建、战国时重修。

四、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城址位置争议的继

续与发展

（一）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的发表及其分析

1.木渎考古概况

据木渎春秋古城的考古报告《江苏苏州市木渎

春秋城址》一文介绍：“苏州木渎古城考古项目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为

了解苏州市木渎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古城址、墓葬等

遗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和人地关系等一系列学

术问题而联合对苏州西部山区及周边地区先秦时

期遗存进行的综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31]

2.考古报告的发表

在前述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

堆积层的消息见报约一月后，木渎春秋古城的考古

报告《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以下简称“《2011

年木渎考古报告》”）在《考古》2011年第7期发表。

3.考古的内涵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中说：“对于吴国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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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位于何处，学术界过去的研究仅限于文献记载

和古人的注释，以及民间口传历史，认为即在今苏

州市区。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从考古证据方面来探

求文献记载的吴都之所在成为学界期盼。但在苏州

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

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学者们对今

苏州市区即吴都之所在的说法提出质疑。”[31]于是，

“学者们将探寻吴都的视线转向了东周遗存密集分

布的苏州西部山区。”[31]

“1989年，钱公麟先生首次提出阖闾所建吴大

城不在今苏州市区，而在西南郊木渎一带的山间盆

地。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通过考古调查，在灵

岩山侧发现了大量的长条形土墩和长方形土墩，总

长绵延数千米，并初步判断其为一处古代大型遗址。

2001年春，对3处长条形土墩进行了试掘解剖，根据

土墩结构和出土印纹陶片的时代，初步推测其为春

秋晚期城墙。以上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

提供了重要线索。”[30]“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

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

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31]

对照钱公麟《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一文的

表述：“关于苏州城的始建年代，过去都往往依据

文献资料，认为始于春秋时代的阖闾大城。”[16]不难

看出，《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中涉及苏州古城城

址内容的相关文字，与钱公麟先生文章中的语句

惊人相似。可以说，本次考古是1989—1990年钱公

麟先生提出的“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及“苏州

城最早建于汉代”等“新考” “新说”的延伸与继续。

其预设的前提就是苏州古城既非春秋时建、战国时

修，且亦非阖闾时所建之阖闾城，否定苏州古城的

二千五百年历史。

前述，《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文中引用了

1957年考古资料，如“城内发现的公园遗址”[16]等，

但对1957年考古资料中“平门遗址”等直接与该文

观点相悖的材料，一概不提。

同样，《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也引用了1957

年考古资料说：“早在1957年，在灵岩山一带的考古

调查中就发现春秋时期遗物，说明存在这一时期遗

址。”[31]对1957年考古资料中“平门遗址”等直接与

该文观点相悖的材料，也是一概不提。

4.“并未发现”：《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论断的

轻率与武断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作出的“苏州市区多年

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

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的论断，轻率而武断。

前述1957年的平门遗址考古、2005年苏州博物馆考

古队的平四路城墙遗址考古，都曾发现了先秦时期

的城墙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对之若有不同看法，

可以进行学术商榷，也可以进行学术批评。但迄今

为止，未见有相关的不同意见的文章。但在《2011年

木渎考古报告》中却对上述同行的考古发现，统统

以“并未发现”全部抹杀，显示出该报告执笔者对与

己观点不同的考古报告一律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

给人似乎非要否定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历史不可

的印象了。

前述1957年南京博物院对平门遗址的考古及

考古成果[17]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考古活动；而2005

年对平四路垃圾中转站工地进行的调查和抢救性

发掘，其成果[27]是苏州本土考古工作者所进行的一

次对苏州城墙的考古活动。上述两次考古活动成

果，均已公开发表或出版。对前辈或同行的工作，在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并未发现”的论断中或许

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5.此一处、彼一处的“几何印纹陶片”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中涉及“几何印纹陶片”，

共有六处。如下：

（1）“2001年春，对3处长条形土墩进行了试掘

解剖，根据土墩结构和出土印纹陶片的时代，初步

推测其为春秋晚期城墙。以上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探

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31]

（2）“在不少土墩的堆积中采集到东周时期的

几何印纹陶片、原始瓷片等遗物，为判断这些土墩

的时代等提供了线索。”[31]

（3）“在遗址中部一条水沟两侧的堆土中，散布

着大量原始瓷片、几何印纹陶片等。”[30]

（4）“城墙开口于W⑥、N⑦层下，直接打破

N⑧、N⑨、W⑦层和生土。在此次发掘的城墙地层

中出土了一些陶片、石器等。陶片的纹饰有云雷纹、

方格纹和绳纹等，为东周时期陶片，同时也发现良

渚时期的陶鼎足等。在T0346和T0345内城墙叠压的

N⑨层中也出土云雷印纹陶片，表明该城墙建造年

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在直接叠压城墙的N⑦层中

也仅出土了东周时期的云雷印纹陶片。”[31]

（5）在论述“主要遗迹的年代”时，《2011年木渎

考古报告》说：“依据出土陶片特征、地层堆积关系

和城墙等古代遗迹的结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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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城墙与水道密切关联，彼此

之间形成一座南方古城特有的水门遗迹。河道底部

淤泥中出土的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

钵等遗物显示其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31]

（6）在论述“遗址性质”时，《2011年木渎考古报

告》说：“其中，K1出土器物48件，包括印纹硬陶瓮24

件、印纹硬陶罐4件、陶鼎5件、原始瓷盖碗15件；K2

出土器物10件，包括印纹硬陶瓮2件、罐3件和原始

瓷碗5件。”[31]

从上可见，除（3）外，其余涉及“几何印纹陶片”

处均有“东周时期” “不会早于春秋晚期” “春秋晚

期”等修饰语，以表明年代。

相比之下，1957年平门考古、2005年平四路城

墙考古也均发现了“几何印纹陶片”，可同为考古发

现的“几何印纹陶片”，其命运却如此分野：2010—

2011年木渎考古发现的为“东周时期” “不会早于春

秋晚期” “春秋晚期”等，而1957年平门考古、2005年

平四路城墙考古的发现非但不被承认，并且以“并

未发现”而抹杀之。

6.是否有些尴尬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在《考古》2011年第7期

发表。前文曾介绍，在该报告发表前的2011年6月17

日《苏州日报》发表了《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

现战国时堆积层》。《苏州日报》的新闻来源系木渎

考古参与方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因此，2011年6月

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战国时堆积层发现时，该考古

报告完全有时间以“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

战国时堆积层”这一“地下之新材料”对尚未发表的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中“并未发现”的论断进行

修改和调整。然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并没有作为。

于是，对苏州古城有着极为负面影响的“并未发现”

论断出现在国家权威刊物上。

当木渎考古参与方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一面

在说着“阊门北码头城墙……主要修筑于明清时

期……城墙上面几层为明代堆筑，其余的土层均为

战国时期的”[28]时，一面又在说着“苏州市区多年的

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

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31]。相隔一月，说着不同

的话语，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些尴尬。

对木渎考古，苏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极为支

持。《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中，执笔者说该项目的

实施得到了“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及穹

窿山风景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31]；2012年11月

23日《中国文物报》刊登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苏

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一文中也说，因发现了木渎

春秋古城等，“苏州市政府特授予苏州市考古研究

所‘集体二等功’荣誉”[32]。

苏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包容和雅量换来的

竟是如此一份大餐。在这份大餐中，让苏州人民难以

下咽的是对苏州古城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否定，但大

餐中充满诱惑的是木渎春秋古城“初步推测其为春

秋晚期城墙……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

线索。”[31] “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

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为

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31]。

《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所说的“初步推测”及

“为进一步探索吴都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等[31]，其

所表达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

因此，在明确否定苏州古城二千五百年历史的

同时，端上的却又是不确定的“诱惑”。然而可以确

定的是，这其实只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得到文献印证

的“推测”。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中曾提及《越绝书》记载的一处与黄歇治吴时有关

的建筑——“罘罳”，点出了黄歇治吴时苏州城的位

置与“巫门”，即今平门有关。[13]这一位置，显然不是

指苏州西部的“木渎古城”。

不仅如此，没有哪一部现存古籍记录过这刚刚

发掘出的春秋时期的“木渎古城”。前文引用李学勤

先生所说的“原史时期”的“夏商西周三代”，当包括

春秋时期在内。这一时期，文字已普遍使用。因此，

研究“‘原史时期’则文献、考古并重”。

没有文献记载的木渎春秋古城，与有文献记载

的苏州春秋古城相比，已缺了一条腿。而在同样有

“地下之新材料”的情况下，谁会更接近真实？在一

个旨在否定苏州古城为春秋城的错误大前提下，要

想把“木渎古城”打造成“春秋晚期” “具有都邑性

质”的吴都时，这下来的“进一步探索”该有多难。

7.“和而不同”与“零和博弈”的短板

木渎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的一处城址，与苏州

春秋古城本是并行不悖的。对古城苏州来说，多一

处春秋时期的古遗址，本是件大好事。和而不同，两

者共存而双赢。可如今却人为地搞起零和博弈式的

游戏，试图以“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的“木渎古城”

来覆盖甚至替代春秋古城苏州，其短板或困难之处

在于无法将文献记载中的地名与木渎山区考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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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名一一对应，如文献中的平门、阊门、盘门等，

在木渎山区考古处的哪里？

在“进一步探索”中，一时的对应不了，还可等

待。若是长久以往一直对应不了，文献的“排异”作

用渐显时，木渎考古仅靠那些无文字的“地下之新

材料”是否能覆盖、替代春秋古城苏州，会越来越显

得无从谈起。

8.木渎“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未来走向的“推测”

对木渎“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的未来走向，亦

不妨如法炮制地作一“推测”。

（1）继续发掘，直至发掘出有文字证明的足以

能覆盖甚至替代春秋古城苏州的“地下之新材料”。

预后情况：难以预测。对“发掘出有文字证明

的……‘地下之新材料’”，不能说无此可能，但至少

目前尚没有见相关的报告。

（2）抛开历史文献，另搞一套。

预后情况：似行不通。道理很简单，你抛开历史

文献，历史文献也抛开你。另搞的一套属现代命名，

已不是历史。

（3）强行将“木渎古城”的一系列地名改名以与

文献对应、接轨。

预后情况：也似行不通。强行将“木渎古城”的

地名改名以与文献对应，且不说这会不会得到学界

承认，仅是在属地地名管辖的机构——苏州市民政

局区划地名处那里就通不过。原因有二：其一，苏州

有一部业已生效的地方法律——《苏州市地名管理

条例》中设有“吴文化地名保护”专章。类似“阊门” 
“平门”之类的吴文化地名，受法律保护，不可能任

意挪来挪去。再说，将“阊门” “平门”地名挪至木渎，

那原来古城区的“阊门” “平门”又叫什么？其二，即

使申请更名，也得说出把“阊门” “平门”地名挪到木

渎的理由，能说得出吗？再者，谁来充当申请更名的

主体？

（4）了而未了、不了了之。上述三个选项均行不

通后，其发展情况，或偃旗息鼓，就此“了而未了、不

了了之”；或回到（1）选项上，继续发掘。若是如前所

述一直未能“发掘出有文字证明的足以能覆盖甚至

替代春秋古城苏州的‘地下之新材料’”的话，日久

则必渐变为“了而未了、不了了之”了。

“了而未了、不了了之”的结果同时预示着苏

州古城为春秋阖闾城的结论既无法撼动，更无法否

定；而“木渎古城”成为“春秋晚期”的“具有都邑性

质的城址”，即等同于“吴都”的这一结论欲立而立

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可永远说它是“具有都邑性

质的城址”，但这“城址”却又永远成不了文献记载

的“吴都”，盖因其既无法与文献接轨，又没有可资

证明为“吴都”的考古材料。

从“二重证据法”来看，缺了文献的证据，又缺

了“地下之新材料”中直接证明为“吴都”的证据，那

又怎么能说它是“吴都”？更何况以一个结果都不

确定的“初步推测”来“进一步探索”并试图以之覆

盖二重证据已证实了的吴都——苏州春秋古城，这

或许是21世纪的一个尴尬。它挑战的苏州古城，可

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誉之为“苏州城之古为

全国第一”[33]的古城。

一座古城的“出生证明”并不掌握在谁手里，

而只掌握在历史手中。具体地说，掌握在“纸上之材

料”（文献）和“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实物）的手里。

于是，苏州春秋古城还是春秋古城苏州，而考

古发掘出的“木渎春秋城址”，人为地想覆盖和替代

苏州古城则又替代不了，于是只能始终停留在“木

渎春秋城址”的层面上。其后，若相关部门有作为地

经申报并获准后，列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或开发或不开发为旅游景点，这或许是它最完美的

结局，也是苏州人民乐意看到的一个结局。毕竟，木

渎是苏州的。

（二）2012年：阊门北码头城墙考古的后继发

展——“战国时期”被悄悄调整为含义模糊的“早期”

前引《苏州日报》2011年6月17日报道《苏州阊门

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及《姑苏晚报》

（2011年6月17日）发表的《阊门北码头城墙遗址发现

战国堆积层》中，都判断其为“战国”时期的城墙。

就在人们对2011年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报

告翘首以待时，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却对上述见诸报

端的考古情况，作了新的且年代模糊的文字表述。

2012年11月23日刊登于《中国文物报》的苏州

市考古研究所写的《苏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一文

中这样说：“2011年，我所对阊门北码头段城墙进行

了保护性发掘，发现该段城墙保存较好，地面还保

存有部分早期古城墙城垣或基础，也反映出不同时

期古城墙的改建、重修过程。”[32]

为何将“战国时期”调整为含义模糊的“早期”？

何谓“早期”？距今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是

“早期”；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早期，也是“早期”；

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晚期也可说是“早期”。显

然，前述的这些年代均与阊门北码头古城墙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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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为文者所意指。这出自考古专业人员之手的显

然并不专业的文字表述背后，实际上是纠结于“先

秦”与“汉”的两难选择而已。

不好说含春秋、战国时期在内的“先秦”，说了

则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参加的《2012年木渎的考古

报告》中“苏州市区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先

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

存”的说法相矛盾。但又不好说“汉”，前已经报端披

露为“战国时期” “战国堆积层”等，今又说“汉”，自

相矛盾。

左右为难之际，对阊门北码头古城墙考古中出

现“战国时期” “战国堆积层”等进行回避的唯一方

法就是模糊，于是这含义模糊的“早期”就成为选择。

正是这种对能印证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

时修的阊门北码头古城墙“战国时期”的“战国堆积

层”的刻意回避，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担心，似乎存在

着一种非要把苏州建城年代拉回到汉代去的刻意。

学者个人发表如上意见，学术自由，无可厚非。但作

为苏州的一个文化单位，采取这种刻意损伤苏州古

城历史名声的做法，对苏州古城的保护危害极大。

本来，在《中国文物报》上刊登《苏州地域考古的新

探索》等文章，在全国范围内介绍苏州城墙及苏州

古城源自先秦的历史，本身就是介绍、宣传苏州的

历史文化。更何况2011年就说苏州北码头城墙系

“战国时期”的“战国堆积层”，何以到2012年又改口

为“早期”，岂不知2011年的白纸黑字在焉。无怪乎

“圈内”（指文物考古界）有所谓苏州古城只是“汉”

城之说，也无怪乎周边城市宣称“阖闾城”在彼了。

（三）三座“吴都”并峙：苏州周边复杂的文化生

态现状

1.从“没有疑问”到苏州周边的文化生态失衡

如前所述，1986年苏州庆祝建城二千五百年

时，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对苏州古城城

址及苏州古城建于春秋并无疑义。前文提及的张英

霖《苏州古为阖闾城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评析

“苏州最早建于汉代”说的三点论据》一文中附录当

代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部分学者、教授对苏州古为

阖闾城的看法时，曾在该文“后记”中说道：“在摘录

以上材料时，极想把相反的意见也录几条，但找来

找去没有找到，只好阙如。对于吴的历史记载，学

术界不是没有疑点的，例如泰伯奔吴问题……但

独独不见有人对苏州即阖闾故城一节提出任何疑

问。”[26]121

其后，“对苏州即阖闾故城一节”提出疑问的正

是苏州学者。其学术背景系是时中国史学界掀起的

浮躁的翻案风，将历史已有定论的事件、人物拿出

来重新评价，并加上一些独特且有悖于传统观点的

观点以作“新说”。由于是苏州学者侈言“苏州城建

于汉代”，于是苏州周边的文化生态开始失衡了。

2.无锡“阖闾城遗址”与木渎“春秋晚期具有都

邑性质的城址” 
2008年3月，“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入选由国

家文物局主办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汉考古》2008年4期，发表了张敏先生的

《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一文。该

文一开头即指出：“阖闾城遗址位于无锡市和常州

市交界处，分属无锡滨湖区胡棣镇和常州武进区

雪堰桥镇。”[34]接着该文又指出：“考古勘探的结果

确认了阖闾大城的存在，大城东西长约210米，南

北宽约1 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里，年代与小城

相同。” “初步推断阖闾城遗址为春秋时期吴王阖

闾的都城。”[34]

无锡阖闾城成为“吴都”后，一些专家、学者的

谈话纷纷见诸报端。如：“以前我们所知的无锡建城

史，从汉代开始，然而现在一下子推到了春秋，而且

比苏州古城还要早了一点点。”[35] “阖闾城遗址堪称

长江下游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最大的城址。”[35] “无锡

阖闾城遗址初步认定为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是目前长江下游发现的春秋时期最大的城址。” “初

步认定该遗址为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96年之间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36]公元前515年至公

元前496年为吴王阖闾在位之年，故而一些考古人

员予以延伸从而极不负责任地提出“夫差都城”的

说法：无锡阖闾城“与吴王阖闾同时，即公元前515

年—前496年。阖闾死后，夫差才迁都至苏州，‘所

以，伍子胥建的阖闾都城，是在无锡常州交界的这

里。苏州古城，应该叫夫差都城。’”[35]非但如此，这

些报纸还提出“为啥要抢阖闾古城”的“观点”，并引

专家的话说：“拥有阖闾城遗址的那座城市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都会得到显见的好处。光是对外招商

引资一项，至少在宣传时可以多出一大块资本。”[35]

继“无锡阖闾城遗址”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两年后，2010年6月，“江苏苏州木渎古

城遗址”又入选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

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2011年，木渎考古报告《江苏苏州市木

 吴恩培： 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 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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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春秋城址》发表，该报告说“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

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

型遗址，其性质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

址。”[31]对此，专家们发表谈话说此次考古，“在中国

考古学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考古东周历史上

的重大突破。”是“在南方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

的一个城址。”[37] “是迄今发现的春秋时期具有都邑

性质的最大城址。”[38]

上述无锡的“吴都” “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

的“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再连同前文提

及的国务院1982年2月8日批准的《国家第一批历史

文化名城名单》中对苏州的评语“春秋时为吴国都

城”，这样，就有了“三座”春秋时的“吴国都城”。

而同样列入国务院1982年《国家第一批历史

文化名城名单》中的“扬州”，其评语为“春秋吴王夫

差开始在这里筑‘邗城’”。这就是《左传•哀公九年》

记载的，吴夫差十年（前486）“秋，吴城邗，沟通江、

淮。”[8]1650吴王夫差为北进而开挖邗沟时“城邗”——

所筑的邗城。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自1982年以来，“四座”均由国

家认定的与春秋吴国的吴王阖闾、夫差有关的“城”。

3.春秋时阖闾、夫差执政期间的吴国综合国力

能否承载起三座“吴都”

三都并峙，立刻使得如下的问题浮现：春秋时

期吴国的资源究竟有多少，是否能经得起如此地

“被”	“三都”？

吴王阖闾、夫差时期的吴国资源，指的是这两

位吴王执政时的吴国的综合国力，它包括疆域、人

口、生产力状况等资源要素。其疆域地处中国东南，

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吴国只

是排在当时号称“四强”（晋、楚、齐、秦）之后的二流

国家，尽管它与“四强”均曾有过交手。

吴王阖闾、夫差两代吴王执政时间自“阖闾

元年”（前514）起，至夫差二十三年（前495）“越灭

吴”[8]1705止，共42年。在这42年中，吴王阖闾执政19

年，时吴国经历了十余次外战、内战。其后，在吴王

夫差执政的23年中，吴国也经历了十余次的外战。

吴国对外交手的对象，包括了春秋时期的四个强国

（晋、楚、齐、秦）以及宋、卫、鲁、越、邾、陈等近十个

国家。

因此，吴王阖闾、夫差执政的42年中，吴国进行

了二十多次战争，平均两年一次。考虑到战前的准

备、战后的清理，可以说吴国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

态之下。如此，不能不令人产生如下疑惑：

吴王阖闾、夫差执政42年且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下的吴国，在春秋晚期的生产力状态下，有这个能

力同时营造起三处“吴都”，另连同夫差开挖邗沟时

筑造的扬州“邗城”这四座城吗？即使撇开当时筑

造的军事城堡性质的“邗城”不算，后三座城可都是

称为“吴都”、“阖闾城”和吴国“都邑性质”的大城。

“三都”规模，分别如下：

（1）苏州古城规模为：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

3.1公里，城垣周长15公里，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而

据“维基百科”网站称：“苏州古城面积达14.2平方公

里。”[39]

（2）无锡“阖闾城”：如前引张敏《阖闾城遗址

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一文所述：“大城东西

长约210米，南北宽约1 400米，面积约2.94平方公

里……”[34]

（3）木渎“都邑性质”性质的大城：据苏州市考

古研究所《苏州地域考古的新探索》一文记载，其

“规模巨大，南北两侧城址之间相距6 700米，为一

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32]其面积情况

为“木渎春秋城址总面积达24.79平方公里”[38]，前引

《光明日报》2010年6月13日第2版的文章标题，即称

之为“春秋超大型城址”。

作为对比样本，春秋时期一流强国的楚国的都

城——郢都的相关建造情况如下：

（1）建造经过

楚国的“城郢”，据《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

赀立，始都郢。”[14]1695对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

《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

预云国都於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括

地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县东北六

里，故郢城是也。”[14]1696

由上可知，楚文王熊赀时，徙都郢。时，郢都尚

未有城郭。故“至平王，更城郢”。但《括地志》的这一

判断并不准确，楚“城郢”——郢都城墙的起始造

筑，远在楚平王前的楚庄王元年（前613）就已开始。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楚庄王立，子孔、潘

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群舒。二子作

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

子出，将如商密。庐戢黎及叔麇诱之，遂杀斗克及公

子燮。”[8]552两个政变者（公子燮和公子仪）无意中成

了郢都城墙最早的建造者。由于系非常时期和特殊

目的的开工，随着叛乱的平复，这一工程很快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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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工程。

在记录公元前559年事件的《左传•襄公十四

年》中，“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

‘必城郢。’”[8]931事隔54年后，楚国的另一位令尹，临

死前说起了“城郢”。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上述

“城郢”句释曰：“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

仪因筑城为乱，事未得讫。子囊欲讫而未暇，故遗言

见意。”[9]920

距子囊所说“必城郢”又过了40年后的公元前

519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说：“楚囊瓦为令

尹，城郢。”[8]1437-1439对《左传》本年的“城郢”，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释之说：“楚用子囊遗言，已筑郢城

矣。今畏吴，复增修以自固。”[9]1505而记载了同一年、

同一事的《史记•楚世家》则说：楚平王“十年，楚太

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

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14]1714张守节《史记

正义》引“杜预云‘楚用子囊遗言以筑郢城矣’，今畏

吴，复修以自固也”[14]1714。

综上，可梳理出吴师入郢前的郢都建造始末：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元年），郢

都城墙起始造筑，未完成。

公元前559年（鲁襄公十四年、楚康王元年），楚

令尹子囊临死前说起“必城郢”——增筑以完成。

公元前519年（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

楚令尹囊瓦，“城郢”——复增修以自固。

至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楚昭王十年）吴

“入郢”时，楚郢都城墙的建造和修筑已历百年以上。

（2）郢都城面积

据相关介绍，楚郢都城（即今楚纪南城遗址）的

规模为：“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城垣周长

15.5公里，总面积15.75平方公里。”[40]

楚为春秋强国，春秋时与晋国争霸构成了诸国

混战的主旋律和大背景。楚国的综合国力，远在吴国

之上。几任首相（令尹）对“城郢”（筑郢都城墙）不可

谓不重视，但其国都郢都的建设状况竟历百年。而

吴国地处东南一隅，自公元前585年寿梦执政，《春秋

经》《左传》始有记载，公元前514年阖闾执政，公元前

495年夫差执政，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再加上吴

王阖闾、夫差执政42年中，吴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

的因素，吴国能几乎是同时批量地筑造出被后人都

指为“吴都”的三座大城吗？ 且其中木渎“都邑性质”

的“春秋超大型城址”面积竟为郢都城面积的1.57
倍，当时的吴国，有这个实力吗？

如此消费历史，历史能买得起这个“单”吗？毕

竟，历史的承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超越历史的承

载，历史显然会承载不起的。

五、理性下的守望与坚持：苏州城墙及苏州古

城建于春秋时期的历史意义与对后世的影响

前文言及顾颉刚先生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

一”。春秋后期，吴国崛起。而在吴国崛起之前，春秋

时晋、楚、齐、秦诸国的都城和春秋前商代的城池，

它们的建城时间当都在苏州之前，可两千多年后，

这些昔日的都城风光不再，以致竟如顾颉刚先生所

言地让“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了。由于种种原

因，那些建于苏州之前的城池，或迁城位移、或堙没

荒废，于是这才轮到一直真实地存在于吴地的苏州

城来充当“第一”了。徐宁、庄震黎《古城的悬念》一

文论及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时，说：“比

它建得早的城池都已堙没，与它同期建立的140多

座古城，至今幸存6座，而今仍坐落在原地的唯有苏

州了。” [41]

再次，这座城市的存在始终凝固住了一个地区

的文化符号——“吴”字，无论是春秋时的吴国存在

或是不存在时。

如前所述，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吴晋争霸于

黄池时，越人偷袭吴国并攻破吴都，《春秋经•哀公

十三年》对此的记载使用了“于越入吴”[8]1669的句式，

以一个“吴”字代指吴国国都。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写楚伐越时，“楚威

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并“尽取故吴地

至浙江”[14]1751。是时，吴国已不存在，但“故吴地”似

乎仍在彰显“吴”的影响。同样，战国黄歇治吴时，吴

国亦已不存在，但《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黄歇经

营这座城市时，使用的仍然是“因城故吴墟，以自

为都邑”[14]2394。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对之的诠释

是：“墟音虚。今苏州也。”[14]2394秦一统天下后，实行

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原属春秋时的吴、越之

地，建会稽郡，郡治为“吴县”（今苏州）。显然，借“吴

县”之名，商末泰伯立国至春秋晚期亡国的文化符

号——“吴”字，是时又重新出现。

其后的历朝历代，这个“吴”字不断地被张扬，

或为诸侯国名（如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

刘邦封侄儿刘濞为吴王，改会稽郡为“吴国”），或为

郡治（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

治，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吴为会稽郡郡治所在，始称

“吴县”）、郡名（如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即129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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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郡浙江以西设“吴郡”；梁武帝太清三年，即549

年，改吴郡为“吴州”；五代末帝贞明三年，即917年，

吴越王钱镠自称苏州为“中吴府”；后唐同光二年，

即924年，苏州升为“中吴军”等），或为苏州的别名、

代称（如“吴趋” “吴中” “吴下” “吴门” “吴城”）等。

所有这些，使得后世的诸多文学作品，有所附丽，历

史上写苏州的诸多著名文学作品有晋代陆机的《吴

趋曲》、左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等，都是把一个

“吴”字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描述和吟咏的。

相比之下，春秋时的其他国家，如晋、楚、齐、秦

等，都没有能像吴地这样，有一个始终不变更的地

理平台——城市实体——支撑着。苏州古城这一城

市实体在后世更是以不断发展着的吴地文化和富

庶而又高速发展着的经济模式，再回过头来始终张

扬着三千多年前建立的勾吴国名、张扬着这三千多

年前诞生的吴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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